
谭其骧先生 （1911 年 2 月 25 日—

1992 年 8 月 28 日 ）， 字季龙 ， 籍贯浙
江嘉兴 ， 出生于沈阳 ， 是我国著名的
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 ， 中国科学
院院士 ， 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 、 中
国史的研究和教学 ， 是中国历史地理
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 他历
时三十余年主编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

集中反映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
科的成果 ， 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中国
历史地图集 。 他主编的 《中国自然地
理·历史自然地理 》 具有学科开创意
义 。 他在民族史 、 文化史 、 地方史 、

地理学史 、 上海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
究也取得重大成果 ， 提出不少独到见
解 。 主要论文编入 《长水集 》 （上 、

下册）、 《长水集续编》 和 《长水集补
编》， 近年已收入 《谭其骧全集》。

1992 年谭其骧先生去世后 ， 其子
女谭德睿先生等四人遵照谭先生遗愿，

将谭先生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和相关文
献捐赠给复旦大学 。 2006 年 ， 复旦大
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光华楼专设
“谭其骧文库”。 经复旦大学图书馆及该
所整理编目， “谭其骧文库” 共收藏线
装书 660 余种 4880 册， 平装书 3200 余
册， 杂志近 1000 册， 其他各类档案文
献资料等 664 宗 2000 余件。

“谭其骧文库” 所藏线装书， 主要
为明清刻本， 民国以后的部分主要为铅
印本， 还有少量油印本。 共计明刻本 3

种 、 清代版本 381 种 、 民国版本 246

种、 1949 年以后版本 30 余种。 其中比
较珍贵的是清代史学、 地理学等著作的
初印本， 以及十几种清末民国出版的各
省舆图， 有的系叶德辉、 徐乃昌、 吴士
鉴等人旧藏。 平装书 3200 余册， 主要
是 1911 年以来的史学著作和历史地理
类图书， 其中不乏一些现代史学家的重
要著作。 还有二十余种谭先生批校本，

比如 《历代舆地图 》 《隋书地理志考
证》 《中国历史地图集》 等。

为纪念谭其骧先生诞辰 110 年， 我
们对谭先生藏书进行了整理， 选取其中
有代表性的图书， 拟编纂出版 《“谭其
骧文库” 藏书图录》， 先从其中选取二
十余种刊发， 以飨读者。 大致按照学科
特点和成书时间为序。

* * *

谭先生藏有 《禹贡 》 《山海经 》

《汉书·地理志》 《水经注》 各种版本及
相关研究共计三十余种。 其中有 《禹贡
郑注释 》 二卷 ， 清焦循撰 ， 道光八年
（1828） 半九书塾刻本， 有 “积学斋徐
乃昌藏书 ” 、 “戴之农收藏印 ” 印 ；

《增补绣像山海经广注》， 清吴志伊注，

清刻本 ， 有 “士源 ” 等四方藏书印 ；

《汉书地理志稽疑》 四卷， 清全祖望撰，

嘉庆九年 （1804） 浙江得谖草堂刻本；

《水经注笺》 四十卷， 明朱谋 韋块笺， 万
历四十三年 （1615） 李长庚刻本。 1972

年 11 月 19 日， 顾颉刚先生写信给谭先
生， 建议谭先生在完成 《中国历史地图
集》 以后整理 《水经注》、 重绘 《水经
注图》， 信中说： “历史地理， 是你一
生精神所寄 ， 只有你才能成此综结之
业， 亦才能将自郦至杨历千余年之弘著
作一彻底之整理。”

此外， 谭先生还藏有 《吴郡图经续
记》 三卷， 北宋朱长文撰， 民国十三年
（1924） 乌程蒋氏乐地盦影宋刻蓝印本；

《河防一览》 十四卷， 明潘季驯撰， 清
乾隆十三年 （1748） 刻本； 《天下郡国
利病书》 不分卷， 明末清初顾炎武撰，

清刻本； 《滇考》 二卷， 清冯甦编， 道
光元年 （1821） 临海宋氏刻本， 有邓之
诚题写 “滇考二卷， 冯甦编， 五石斋藏
本”， 及 “谢兴尧藏” 印； 《四书释地》

附 《续》， 清阎若璩撰， 康熙间刻乾隆
间补刻本， 有 “绳武楼藏” 印； 《通
鉴注辩正》 二卷， 清钱大昕撰， 乾隆五
十七年 （1792） 潜研堂刻本， 有 “淮安
沈氏蝶庵藏书印” 印； 《西域水道记》

五卷， 清徐松撰， 道光三年 （1823） 刻
本 ； 《蒙古游牧记 》 十六卷 ， 清张穆
撰， 同治六年 （1867） 刻本； 以及 《历
代舆地图》， 清末杨守敬等编撰， 光绪
三十二年 （1906） 刻本 。 《历代舆地
图》 是 《中国历史地图集》 出版前最为
详尽的一种历史地图 ， 1955 年初谭其
骧赴北京参加 “重编改绘杨守敬 《历代
舆地图》” 工作， 最早设想就是在杨图
基础上进行改绘， 直到 1959 年最后决
定用最新测绘地图作为底图， 才真正保
证了 《中国历史地图集》 的精确性、 科
学性。 此书谭先生翻检最频繁， 他的工
作场所也必备， 他说至少翻坏了三部。

民国以后所藏图书， 择取如下：

《尚书研究讲义乙种三之十一： 汉
书地理志》 附 《关于 “尚书研究讲义”

的讨论 》 ， 顾颉刚编 ， 民国二十年
（1931） 石印本

1930 年秋 ， 谭先生入燕京大学历
史系当研究生 。 1931 年秋 ， 选修导师

顾颉刚先生讲授的 “ 《尚书 》 研究 ”

课 ， 期间对顾先生所持西汉十三部说
法提出质疑 ， 师生往复争论 ， 解决学
术难题 ， 从此对历史地理产生兴趣 。

顾先生将两人写的四封信并在一起又
写了一个附说 ， 以 《关于 “尚书研究
讲义 ” 的讨论 》 为题 ， 作为讲义的一
部分印发给学生 。 1980 年 ， 谭先生将
《讨论 》 稿以 《讨论两汉州制致顾颉
刚先生书 》 为题并加 《后记 》 发表于
《复旦学报》。

《国立?平图书馆方志目录 》 初
编 ， ?平图书馆编 ， 民国二十二年
（1933） ?平图书馆刊印

1932 年初到 1935 年初， 谭先生任
北平图书馆馆员， 主要工作是汇编馆藏
方志目录。 截至 1932 年底， 除去副本，

该书共收入方志三千八百余种。 他还新
创了部分编纂凡例， 用黑体字和普通字
来分别郡邑， 让读者较容易辨别方志所
载的范围。 署名馆长袁同礼的序实际也
由谭先生撰稿。

《胡应麟年谱》， 吴晗撰， 《清华学
报》 第 9卷第 1期， 1934年 1月

有吴晗题写 “季龙兄指正”

吴晗原名吴春晗， 著名历史学家。

谭先生 1931 年在燕京大学时就认识在
清华大学读书的吴晗 ， 1937 年七七事
变以后， 吴晗受聘云南大学教授， 1940

年谭先生去南迁的浙江大学任教时途经
昆明， 还专门去看望过吴晗。 1955 年，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接到毛泽东
主席交付的任务后， 推荐谭先生赴京编
绘历史地图， 吴晗是编委会负责人， 两
人共事十一年。 “文革” 中， 谭先生虽
不得不上缴吴晗的全部信件， 但还是保
存了两种吴晗送他的抽印本， 只是将其
名字涂去。 《胡应麟年谱》 以考述谱主
学术与经历为主， 兼及其交游、 藏书等，

所列的事迹逐一标明出处， 严谨可靠。

《古槐书屋词》 一卷， 俞平伯撰，

民国间自印本， 约出版于 1936年
有俞平伯题写 “季龙社长兄， 丙子

中秋平伯”。 有 “德清俞氏”、 “平伯所

作” 印

谭先生喜看京剧， 也爱唱昆曲， 曾
与傅惜华、 朱家溍、 陆宗达等在国剧社
学唱昆曲 。 1935 年 ， 由俞平伯发起在
清华大学成立谷音社 ， 谭其骧也是社
员。 1950 年代他在北京时也经常参加

曲友活动， 主要聚会地点即在俞宅。 该
书为俞平伯内弟许宝騄手写上版， 写刻
精美， 为俞平伯著作中的稀见版本。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撰，

商务印书馆 1943 年初版
有方豪签名， “方豪” 印。 内有一

处谭先生批校

1988 年 9 月 8 日 ， 谭其骧在华东
医院病房填写表格时写道： “受本师顾
颉刚先生影响较深， 此外， 二三十年代
的史学大师梁启超 、 王国维 、 陈寅恪
等， 都对我发生了影响。” 谭先生还藏
有陈寅恪先生民国出版的 《隋唐制度渊
源略论稿》。 蒋天枢先生送给谭先生一
册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里面有数
处蒋先生的修改。 方豪是谭先生浙江大
学同事， 一生从事中国史和中西交通史
研究， 撰有 《中西交通史》 等。

《历史时期世界气候的波动》， 竺
可桢撰， 1961 年 9 月单行本

有竺可桢先生题写 “其骧先生惠

存， 著者赠”

1940 年 ， 谭其骧先生曾任教于内
迁贵州的浙江大学 ， 竺可桢先生时任
校长 。 竺可桢作为地理学家和气候学
家 ， 非常重视发掘古代史料中的地理
和气候资料 。 解放后 ， 竺可桢出任中
国科学院副院长 ， 他对谭其骧的意见
和评价十分重视 。 1972 年 ， 他的 《中
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一文就得到谭其骧的赞扬 。 1973 年 6

月 10 日， 竺可桢致信谭其骧， 谈及谭
先生信中指出他文章的两处错误当删
除 ， 还邀请谭其骧担任 《中国自然地
理 》 历史地理组编委 。 《历史时期世
界气候的波动 》 一文运用丰富的历史
文献得出历史时期的中国乃至世界气
候有波动这一结论 ， 该文后载于 1962

年 《气象学报》 第 31 卷第 4 期。

《蛮书校注》， 唐樊绰撰， 向达校
注，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有向达题写 “季龙仁兄先生教正，

向达谨呈， 一九六二年八月廿六日于海

淀勺园之风烟里”

向达是敦煌学家、 中外交通史学家，

是谭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和浙大的同事，

后任教于北京大学。 谭先生还保存有向
达先生赠送的 《唐代俗讲考》 抽印本。

《承德市城市发展的特点和它的改
造 》 ， 侯仁之撰 ， 承德市城市建设局
1975 年印行

有侯仁之题写 “季龙同志， 此文初

稿在修改时， 承您热情帮助， 是我所难

以忘怀的。 仁之敬赠”

侯仁之是历史地理学家， 中国科学
院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 和谭其骧、 史
念海三人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
基人和开拓者。 他对历史地理学理论、

北京城市历史地理、 沙漠历史地理成就
最大。

《真腊风土记校注》， 元周达观原
著， 夏鼐校注， 中华书局 1981版

有夏鼐题写 “季龙同志指正， 夏鼐

赠，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夏鼐是考古学家， 新中国考古工作
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 长期担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1971 年，

夏鼐负责 《中国历史地图集》 原始社会
遗址图的编绘， 亲自摘编了旧石器时代
遗址地名表 ， 并据以上图 。 1979 年末
到 1980 年初 ， 两人为谭先生撰写的
《七洲洋考》 和 《宋端宗到过的 “七洲
洋” 考》 多次往还书信， 进行讨论。

《河山集三集》， 史念海撰， 人民
出版社 1988 年版

有史念海题写 “季龙先生指正， 念

海拜上”

史念海是历史地理学家， 解放后长
期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 对黄土高原区
域历史地理、 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军事
地理研究成果丰硕。 谭先生对此书十分
重视， 指定研究生必读。 封面上的篇名
摘录是谭先生写下的， 以便查阅。 ■

翁律侃 杨静

回溯百年中国近代历史，

既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制度沧桑巨变的百年，也是深
受肺结核、天花、鼠疫、霍乱、

斑疹伤寒等重大流行疾疫侵
扰并与之不懈斗争的百年。这
段历史对应的19世纪中叶到
20世纪中叶，是全球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的时期。 现代医学在这百年间，向着微
观和宏观两个方向发展：以细菌、病毒
等微生物为研究对象的分子生物学的
发展；以人与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公共卫
生学的发展。 而现代医学在传统医学中
汲取实践经验的养料，同时以客观证据
为基础，塑造了循证医学的雏形。

中国传统医学与西方医学在19世
纪相遇，一代代改革者的主要矛盾在于
既要保存传统医学的精髓又要符合现
代科学的客观规律，然而这种结合仅停
留在实践层面，造成现代中医理论和实
践的脱节，并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 当
时，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医学，聚焦个
性化治疗；而疾疫是以群体流行病学为
研究对象，传统医学的思维方式遇到瓶
颈。

两种不同的医学理念与实践开始
碰撞而逐步融合。 以霍乱为例，百年前
的传统中医一直认为导致其传染的原
因在“气”。19世纪伦敦发生霍乱时，一位
叫约翰·斯诺的医生在调查后提出，霍
乱是通过被感染者排泄物所污染的饮

用水而大范围流行的。 这个主张推动了
伦敦乃至整个欧洲地下供水系统的现代
化改造， 现代公共卫生学由此发端。 之
后，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从粪便中
发现了霍乱弧菌。自此，现代医学开始走
上与传统医学截然不同的循证医学的道
路。 这也构成了1902年中国霍乱救治的
医学底色， 受现代医学影响较大的口岸
城市，取得了更好的防疫效果。

1910年秋冬，东北暴发一场大鼠疫，

祸及关内数省。鼠疫为烈性传染病，短时
间内导致数万人丧生。伍连德临危受命，

肩负起防疫工作的重担。 他发现鼠疫由
鼠疫杆菌引发，通过飞沫传染，为此发明
了外科纱布制成的“伍氏口罩”，阻止飞
沫传播；并设立隔离医院和检疫队，对患
者进行隔离治疗。 此外， 伍连德上奏清
廷， 严格管制铁路交通， 对东北实行封
城，严禁人员流动。由于大量患者尸体无
法及时掩埋，很容易导致疫情扩散，伍连
德还打破传统伦理观念， 对尸体进行集
中火化。 种种措施多管齐下，短短数月，

中国依靠自身力量控制住了鼠疫， 伍连
德由此成为我国防疫先驱而名扬四海。

1919年3月，北洋政府成立中央
防疫处，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国家卫生防疫研究专门机
构。1925，兰安生在北京成立了
我国第一个公共卫生事务
所———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

该卫生事务所承担的主要工作
包括：环境卫生，即扫除垃圾、卫生稽查、

检验牲畜；预防接种，即布种牛痘、霍乱
预防注射；诊疗疾病，即诊疗新病、病人
临诊；学校卫生，即检查学生体格、发现
缺点、矫正缺点；妇婴卫生，即产妇检查、

接生、婴儿诊疗；卫生教育，即卫生展览
会、分发宣传品、卫生演讲。1933年，肺结
核肆虐华夏，王良从法国引入卡介苗，他
在重庆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卡介苗实验
室，开启了中国研究培育疫苗的先河。

伍连德以研究东三省鼠疫为契机，

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
剖，并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肺鼠疫”的
概念。 其实验的过程、统计学的方法、流
行病学的群体概念、诊疗的对照分析，无
一不体现循证医学的实际应用。之后，伍
连德、王吉民、陈邦贤、范行准、李涛、余
云岫、陈方之、李庆坪等人陆续对中国传
染病史做了大量研究。 几乎每一种传染
病专病史，都有专门的论著，为后来的研
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他们的专病史研
究论述体现了循证医学的演进过程。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市胸科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近代疾疫与循证医学

今年 2? 25日是谭其骧先生诞辰 110年， 我们特约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馆员
孟刚选取谭先生生前藏书二十余种， 首次介绍， 以作纪念。 限于篇幅， 重点刊发其近现
代书目部分， 古籍部分仅作简述。 文章全部内容及书影， 请见 “文汇学人” 微信公众号
及文汇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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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刚

代表性藏书中所见

谭其骧先生的学术与交往
晚近以来 ， 随着地下考古的进

展， 新的文献时有发现。 以 《老子》

一书而言， 与之相关的出土文献便包
括 20 世纪 70 年代 （1973 年 ） 的长
沙马王堆汉墓帛书 《老子》 （包括甲
本与乙本）， 以及稍后 20 世纪 90 年
代 （1993 年） 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
中的 《老子》 残简。 其中， 帛书 《老
子》 虽然也有残缺的内容， 但相对更
完整一些 ， 比较而言 ， 郭店楚简的
《老子》 则缺失较多。 尽管存在诸种
差异 ， 但以上出土文献都涉及 《老
子》 一书的不同版本， 各有其不可忽
视的意义。 作为出土文献， 这些陆续
发现的典籍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从内容看， 出土文献中若干文字
的运用以及内容的表述等等， 与传世
的文本常常互有区分， 按照王国维所
说的两重证据法 （传世文献和地下考
古材料的互证）， 对传世的文本与出
土的文献加以比勘， 既为阅读和理解
传世的文本提供了重要的比较参照，

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上文本的变迁以及
不同文本之间的彼此相异。

然而， 尽管在文本的层面， 传世
文本和地下出土文本之间往往存在差
异， 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有不可忽视
的内在学术价值， 但对出土文献的意
义不宜过于夸大。 古代文献的流传，

以传抄或传刻为主， 在这一过程中自
然会形成不同的文本。 这里可以仍以
《老子》 为例。 早在战国时期， 《老
子》 一书可能已经出现了不同的传抄
文本； 事实上， 帛书 《老子》 和郭店
《老子》 残简， 与现在的传世文本便
在文字、 表述、 句式上有种种不同。

然而， 在解读时， 不宜简单地以是否
属出土文献为取舍的标准 。 就 《老
子》 第十六章来说， 其中有 “夫物芸
芸， 各复归其根” 的表述， 然而， 该
句在郭店楚简残本中却作 “天道员
员， 各复其堇 （根）”。 从语义和逻辑
上说， “天道” 普遍而为一， 本身即
为万物存在的根据 ， 作为统一的本
源， 天道显然无法以 “各” 复其根来
规定， 唯有芸芸之物， 才有 “各复其
根” 的问题。 以此观之， 传世文本的
表述 （“夫物芸芸， 各复其根”） 于义
于理显然更为可取 。 一些作注者对
“天道员员， 各复其堇 （根）” 作了种
种疏解， 虽繁复引证， 但仍不免有曲
为之说的趋向， 而未能注意以上提及
的实质含义。 这一现象同时也表明：

把握经典， 不能拘泥于出土文献， 更
不宜有 “凡出土文献皆胜于传世文
献” 的观念， 而须如王国维所言， 运
用二重证据法， 作合理的比较研究。

事实上， 并不是晚近出土的文本才是
最好的， 或者说， 新出土的文献， 一
定优于传世文本。 就时间而言， 即使
出土的文本比传世文本更早一些， 也
显然无法被视为最原始的文本： 作为
出现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文本， 它本
身并不一定具有开端的性质， 从历史
的层面推溯， 在它之前可能存在更原
初的文本。 从内容上说， 其表述、 义
理也不一定是各种可能文本中最为上
乘的 。 鉴于以上事实 ， 无条件地将
出土文献视为最为完善的文本 ， 显
然既是非历史的， 也缺乏充分的理性
依据。

从另一方面看， 这里需要关注的
实质问题是， 在众多的文本中， 为什
么单单是现在看到的传世文本得以在
后世流传？ 最初， 不同的版本本来具
有大致同等的流传机会， 为什么其他
文本逐渐佚失或被淘汰， 而唯有现在
看到的传世文本被保留并流传下来？

这里当然有很多的复杂因素， 也不能
排除某些偶然的缘由， 但其中体现的
义理与表述方面的优胜之异， 显然是
不可忽视的方面。 这种情形类似思想
史中经典的生成和传承。 历史上曾出
现过众多的著述或表达不同思想的文
本， 但后来成为经典、 在历史上真正
流传下来的， 仅仅只是其中有限的一
部分， 为什么历史上出现的众多文献

被历史遗忘而未能保留下来？ 这当然
也有很多原因， 但其中的重要缘由显
然在于这些著作所包含的思想原创性
不同： 唯有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思想作
品， 才可能作为经典而被接受并流传
下来。 与此类似， 同一著作中的不同
文本之所以仅仅是其中某一种文本得
到流传， 也有其思想史的内在原因，

而不能完全归之于外在的缘由： 与经
典一样， 这里同样体现了一种历史的
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 撇开各种文本的
优劣比较而从它们在思想史演化中的
实际作用和实际影响看， 其中也存在
实质的差异。 同一文献， 也许地下发
现的文本在某些表述方面较传世文本
更完善， 但即使如此， 在两千多年的
思想演化过程中， 由于长期被湮没于
地下， 它们并没有对思想的发展过程
产生任何实际的影响 。 这就如同矿
产， 很多矿藏资源被埋在某一个地域
中， 它可能很有潜在的经济价值， 但
在开采之前， 这些矿产所具有的经济
价值却无法实际地显现出来。 就思想
史的演化而言， 实际发生影响的恰恰
是那些传世文本； 思想史演化的现实
过程 ， 也是通过这些传世文献的影
响、 传承而展开， 而不是以长期湮没
于地下、 在被发现之前没有对思想的
演进产生现实影响的某些文本为其发
展依据。

从前述视域出发， 对以下现象似
乎需要再思考： 每当新的出土材料发
现后， 常常便会出现重写学术史、 重
写思想史之类的主张。 不难注意到，

这种要求和观念显然未能充分注意上
述历史事实。 就实质的层面而言， 基
于在历史中没有产生任何实质影响的
文本 “重写” 思想史， 无疑既失去了
思想史的本来意义， 也难以撰就真实
的思想史。

要而言之， 一方面应充分注重出
土文献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另一方面
也需要回到思想的实际演化过程， 避
免不适当地赋予出土文献以它并不具
有的意义。 对传统思想的诠释， 既应
兼重传世文本与出土文本、 不同的传
世文本之间的比较， 又需要对传世文
本的意义予以合乎历史的肯定。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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